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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リー》[中国残留孤儿的社会学 生活在日本与中国的三代人的生活

史]，青弓社，2011年，316页，ISBN978-4787233295 

 

    二战时期，大约有 155万日本人居住在伪满洲国。其中的绝大多数随

着日本战败而回到了日本。然而，约有 1万 5千名日本人在总撤退之后仍

然留在中国。在日本战败前后的混乱时期，他们历经种种成为了中国人的

养子或妻子。前者称为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后者称为中国残留日本妇人。

本书的研究对象——中国残留孤儿中，九成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八

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回到日本的。 

    中国残留孤儿经历了数次“越境”：从伪满洲国到新中国、从改革开

放的中国到高度成长后的日本。八十年代开始，残留孤儿在大众媒体和小

说、电影中登场，在人文社会科学等研究领域也引起了关注。在日本，中

国残留孤儿被媒体塑造成“被战争拆散的家庭”“战争孤儿”等悲剧形象，

研究则主要关注他们回到日本的过程、回国后的适应过程、日本社会的接

纳和排外等状况。而中国则积累了大量关于残留孤儿的前半生的研究，尤

其是中国养父母的研究、关于残留经过的研究、以及关于当地社会人道主

义举措的研究。中日双方各自把本国作为研究重心，研究往往欠缺另外一

种视角。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岚却轻而易举地克服了这种倾向。 

    张岚在日本学习，日语能力在日本研究者中也是出类拔萃。除此之外，

她没有囿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而她感受口述的“小”故事，感受口述

中的多声性和矛盾的能力却十分突出。张岚认真研读了中日两国的先行研

究，并自如地运用中日两种语言进行了广泛的采访调查，克服了先行研究

中存在的困难。当时，“对话式结构主义”在日本逐渐确立。张岚最大的

幸运，就是能够直接跟随其提出者樱井厚进行学习，在他的指导下推进自

己的研究。 

    樱井厚提出的这种方法，是以口述者的一生为对象，通过与口述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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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积极地听取对方的生活世界 1，逼近其极细微的生活世界。张岚

有效运用了这种方法的精髓。对残留孤儿和他们身边的人来说，中国文化

才是原点，因此张岚用他们的母语——中文进行采访。另外，张岚还用日

语对日本的志愿者团体和行政人员进行多次采访。前人因语言问题等未能

顺利进行的双方采访，张岚成功地完成了。并且，张岚还实现了对在中日

两国生活过（或正在中日两国生活）的残留孤儿、在日本生活的残留孤儿

第二代、中国养父母这三代人的采访。张岚的田野调查以采访为中心，平

衡地把跨越中日两国构成的残留孤儿的生活世界作为对象，先行研究的方

法中潜在的问题——研究对象偏向某一方、甚至是十分容易陷入的民族主

义问题，张岚也成功克服了。 

    张岚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养父母、残留孤儿、残留孤儿的子女这三

代人的生活史的采访，详细地勾勒出多种多样有关残留孤儿的经验和思考。

例如这四种情况：（a）回到日本艰辛地生活的残留孤儿（b）选择在中国

生活的残留孤儿（c）少数没有能够回到日本的残留孤儿（d）残留孤儿第

二代。书中勾勒了涉及这两代人的种种“越境”的经验以及他们之间的不

同所导致的多样自我认知的章节十分引人思考。 

    一直以来的研究都用（a）代表了残留孤儿，从历史性出发，建构了

在中日两国的夹缝间经历了自我认同危机这样的“模版故事”。与此相对，

张岚展示了他们之间存在的“两义的自我”“灵活的自我”“稳定的自我”

这样多样、复数的自我认同。也就是说，张岚明确了这种多样性：尽管保

有自己是日本人的自我认同，因为被日本社会排斥而不得不建构了中国人

的自我认同——先行研究中的“两义的自我”——在此之上，还有在相互

行为中肯定地把自我既作为日本人也作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灵活的自

我”，以及表现出作为中国人的坚定的自我认同这样“稳定的自我”。此外，

关于（d）残留孤儿二代的自我认同，不仅仅是“既非日本人也非中国人”

这样否定的自我认同，张岚还描绘出了“既是日本人又是中国人”这样肯

定的自我认同。 

    张岚并不是对口述的内容作出解释，而是充分利用了樱井厚的手法所

独有的“通过口述说出来”这一特点，进行了认真谨慎的采访。一直以来

占支配地位的故事强调被中日两个祖国撕裂的人生和在两国的夹缝中动

摇的自我认同的悲剧性，与此相对，张岚描绘出另外一个积极的、肯定的

                                            
1 樱井厚《インタビューの社会学》[采访的社会学]，せりか书房, 2007，
pp.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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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同，揭示了中国残留孤儿多样的、肯定的生活方式。这是只有张岚

才能做成的采访和田野调查的成果，可以说张岚为中国残留孤儿的研究作

出了贡献。 

    一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故事是这样形成的：或是日本研究者对于殖民

统治和抗日战争的反省和某种赎罪，或是中国研究者以“伪满”这种中国

社会的历史观，特写了负面的自我认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采访的

主题与历史认识问题、民族主义、诉讼等密切相关时，用怎样的语言——

即“口述之场”、在怎样的状况下进行采访的——“审判的状况及其相关

的舆论动向、两国的民族主义状况等社会文化语境”，换言之，采访容易

被“口述的磁场”强势地限制，采访者和口述者想要从中脱身并不容易。

然而张岚却能了解双方的解释的背景，并采取与其不同的位置性，听取这

样灵活的肯定的自我认同的口述，得到了残留孤儿自我认同的复数性这样

的成果。我认为，这是用两种语言采访并且超脱于国家的历史观和民族主

义，比较自由地考察所得到的。 

    本书揭示了残留孤儿的“自我认同的复数性”，这得益于张岚明朗积

极的性格、熟练运用中日两种语言的能力和她绝妙的位置性。本书不但展

现了中国残留孤儿新的一面，还成为了一个范例，展示了在如此困难的研

究课题下生活史采访的理想状态。 


